
 

 1 

论“越中文风”新变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以越文化视阈内散文的现代变革为中心 

王嘉良
1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散文领域的改革汲取传统散文的有益经验，促成其现代新变，这是一个

重要研究视角。越文化的深厚积淀，崛起了由鲁迅领衔的新文学作家群，对具有深厚积淀的“越中文风”的承传与

现代改造，引领了中国现代散文变革潮流，为文学转型提供了范例。透过越地散文家对地域精神原乡与诗意栖居地

的开掘及散文文体的创新，当能确切阐释文学转型的必然性、可能性及其有效路径。 

【关键词】：越中文风 现代新变 散文更新 文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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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各种文体及其文学形态由“旧”向“新”的嬗变，从而造就文学的整体变革之功，是一个重要

研究视角。而对各种文体的转型探究，于中国新文学史上首建其功的散文改革的创造性经验，最是值得重视。中国文学历来以

诗文为“正宗”，传统散文有着厚重历史积累，突破固有格局并非易事，建构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散文经验更加弥足珍贵。越文

化视阈内曾崛起由鲁迅领衔的现代散文作家群体，引领了中国现代散文改革潮流，特别是承传“越中文风”以推动整体散文的

新变提出了全新思路，这为散文文体的现代转型提供了范例。透过对这个散文转型成功范例的探析，我们发现其转型过程当然

与汲取世界文化新潮不无关系，但“传统内”的因素，即越文化精神驱动下的新文体变革精神亦值得珍视。从这里切入，当能

从一个特定视角把握越文化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意义。 

一、承传“越中文风”对散文文体的现代改造 

就文体的历史传承性而言，散文应是最早彰显传承关系且取得显著实绩的文体。对传统散文与现代散文的传承关系作了深

入阐发的是周作人。他在论述“晚明小品”的成就时，就以“世界文学”为潜在参照，思考中国“近三百年文艺界的潮流”，

表达了对“越中三百年文风”的推崇备至，举证便有晚明小品文健将张岱、王思任、祁彪佳（均为越地山阴人）等的创作(1)。他

曾为新版明末小品大家张岱的《陶庵梦忆》作序，看重的是这位同乡前辈所作之文“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认为其“对

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2)，对其与“现代性”因素近似的一面更有独特领悟。周作人的上述论说，对于揭示传统散

文与现代散文构成承续关系的可能性，是颇有学理依据的，也有新文学史的史实依据。五四初年，以陈独秀、胡适领衔的《新

青年》散文作家群运用散文武器，驾轻就熟形成“对于礼法的反动”的犀利批判，创作《偶像崇拜论》等一批批评文字造成新

文化、新思想的强大影响力，便是散文率先取得成功的例证。所以，鲁迅在论述五四文学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成就时就有如此

判断：“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3) 

从“越中文风”的演化历程看，传统散文的确与现代散文存在着一定传承关系。传统散文中以叛逆封建道统著称表现得富

有生气的散文类型，是“晚明小品”。五四散文中作为纯粹的散文流派呈现，且在五四文化氛围中以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见长

的，当首推由周氏兄弟领衔的“语丝派”。因而从“晚明小品”到“语丝文体”的演变，既可以看到两种散文前后呼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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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还能从更深入的文化背景上认识现代散文的流变。就此而言，从“越中文风”的演化视角探究现代散文的某些规律性

东西，应该是可取的。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现代散文形态的建构，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学样式，不但其思想内涵必须有适应时代潮流、

社会变革的演进，便是文体样式也须有与之相应的转换与调整，因而探讨散文的现代新变，并不仅仅只是对传统的承续，重要

的是须探寻其适应新的文化需求的突变与创新。散文虽只是文学样式中的一种体式，却承载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信息。一种

散文文体的形成、兴盛、传承与演变，必定有它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联系着特定时期社会思潮与文化思潮的变迁与演化，

其中包括现代作家为适应新思潮对散文的更新和再造。“越中文风”的现代改造也是如此，尽管其有传统积淀的先天优势，但

仍须有散文的现代观念调整，对其的现代改造依然任务艰巨。从文学转型意义上看，“越中文风”的现代新变，主要体现在散

文家把握社会历史巨变，紧密联系时代脉动的敏锐思考，从而赋予散文以现代新质。这突出地反映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新文学意识自觉。散文的现代新变，是同文学格局的整体演变联系在一起的，同

样有其自身的改革要求和改革任务的艰巨性。鲁迅在论散文率先获得“成功”后随即指出：散文的改革也“是为了对于旧文学

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同时又指出，散文改革并非易事，“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

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
(4)
的。鲁迅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高度阐说散文新变的原由，既

是对创建现代散文提出的很高要求，也说明在此背景下生成的现代散文是纳入五四文学革命范畴的一种革命性转变，并非只是

继承传统便可解决问题的。这就要求散文内涵的彻底更新，要求散文作者有对于现代散文真正的文体意识自觉。从深层次文化

现象看，江南地域自晚明以来一直有着浓烈的启蒙文化思潮，在“王纲解纽”时代最易造就“小传统”地域文化对以儒家文化

为正宗的“大传统”文化的冲击，“晚明小品”就是在此情势下应运而生的。但毋庸讳言，此种文体的产生，主要是在明王朝

濒临灭亡之际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危机的强烈反弹，更多的是一种自发性行为，散文作家也不可能提出改革社会、改革文学的系

统主张。五四时期掀起的新文学革命则不同，它是一场目标明晰、方略具体的由众多新文学作家投入的文学革命运动，它主要

包括启蒙意识、人本主义和平民意识等内涵，最鲜明的标志是坚持启蒙为重的文化立场与姿态，要求新文学作家投入到文化思

想大解放的时代大潮中，这就使各种新文学文体具备了适应现代转换的需要和可能。当时《语丝》杂志确定的一项使命，就是

用散文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这两项批评都联系着启蒙的实质内涵，反映了语丝作家对启蒙的虔诚与执着。鲁迅

对启蒙的实质有着最深刻的认知，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

色照旧，全不行的。”(5)其散文就成为实现思想启蒙、医治国人灵魂的有力武器。周作人的批判之笔指向“传统文明”的种种弊

端，他发表的一系列反传统道德的名篇佳作，揭示了所谓“贞洁观”“性道德”“女根不净”等封建道统对人正常生理欲求的

剥夺，透过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来唤醒国人。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核心就是否定旧文化、旧道德，通过“立人”最终达到“新

民强国”的目的。越地散文的改造国民性主题，正是在启蒙的焦点上与“新民强国”母题达到了深层次的契合，散文的思想意

蕴构成了新文学所要求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高度一致。 

二是凸显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自由主义”精神需求。新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鼓吹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这是五四精

神的重要显现。散文表达个性特征，在晚明小品中已有所显现，在“王纲解纽”时代，由于权威意识形态失去统制力，于是就

有处士横议，就有独擅性情、议论横生的晚明小品应运而生。此种精神放在一个特定时代去品评，自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其

欠缺容涵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个性”大多表现为知识分子的“心灵独白”，所以其思想的流布就甚为有

限。现代散文的理念更新，促使现代散文家的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同步，作家将个性化写作与时代精神融汇在一起，遂有散文

内涵前所未有的突破与创新。周作人表示：“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坚决拒绝“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6)。这就意味

着他决不会屈就“白痴社会”而放弃对封建道德的批判，甚至还把扼杀人性的旧道德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于是就有其散文“宇宙之存亡，日月之盈昃，国家之安危，人民之生死，皆系焉”(7)的特色。越地散文家是地地道道的“自由主

义”文人群体，这是他们秉持的基本文化立场与态度。语丝作家代表的就是五四退潮后知识界中“不主附和”、坚持自由人格

的一种类型，将“自由意识”沉淀为一种品格，铸就他们的人格品性，就有其散文创作融汇在文化大潮中的出色表现。鲁迅对

国民病态灵魂的深刻揭示，周作人对封建道德的犀利批判，是人所共知的，其余成员钱玄同、俞平伯、川岛等，亦都有精妙文

字发表。作为“虔诚的五四之子”，他们坚守文化批评岗位，以“自由主义”姿态参与社会革命，体现了独特的价值意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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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学者指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只有语丝派才是真正能够组成阵线另辟蹊径承续五四新文学批评本体传统的文学流

派。”(8)越地现代散文的另一特色，是个性解放超越了个人层面，与普通平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这一点上，传统散文是很

难做到的，《语丝》却做得相当出色。这个刊物在当时沉寂的北京文坛上亮相，便受到广泛注目，就在于它关注的问题与现实、

与民众的贴近。作家们更多地是体现“在野”知识分子立场，其思想、言论往往形成同“官方”的对立，其从事的“社会批评”

往往涉及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诸如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五卅”运动等，语丝派作家大都以积极介入的姿态参与其

中，与权势者展开决不妥协的斗争，自然会赢得民众的支持。把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任放在唤起民众的觉醒上，不但拓宽

了散文的表达内涵，也大大提升了蕴含的思想文化价值。 

三是凸显率性自由的新文体风格蕴含的时代内涵。风格是文体的最高层次。文体风格的形成，当是某种文体趋于成熟与稳

定发展的重要标志。晚明小品之能独成一体，且历来为后人所推崇，也在其有独特的文体风格。其以“性灵说”为主导的个性

解放思想，造就了提倡率性自由、“保全个性”的文体风格。张岱的小品颇得周作人赏识，认为其文是“很有趣味的”，“张

宗子是个都会诗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9)。当然，晚明小品注重“人事”的文体风

格，因囿于生活局限，毕竟格局偏小，其所表现的“趣味”也欠缺应有的社会内涵。相比之下，“语丝文体”的表现范畴就要

开阔得多。语丝作家受到五四时代精神的召唤，在表达现代理性和个性解放思想方面有甚于晚明作家，其倡导的率性自由的文

体风格更值得重视。其独擅散文小品，就在于这种文体能自由地表达个人情志，适时传达社会思潮和文化信息。孙伏园给“语

丝文体”的定位是一种“自由的文体”；鲁迅概括《语丝》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周作人谈其特点也是：“大家

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语丝”风格的自由、自主性，就在于以杂感和小

品为主要样式的“语丝文体”，最适于抒写个人的自由意志，寄托鲜明的“个人人格”，显示出作家选择的表达方式与其所感

知的时代精神内涵的一致。此种文体风格在以“载道”为使命的传统散文中不易见到，因而能给人以特别的视觉冲击力，它在

以个性主义为主潮的五四时期得以流传自在情理之中。在语丝文体中，最常见的是用趣味抒写方式传达某种思想观念，使思想

得以摆脱枯燥生硬的描述和议论。鲁迅杂文运用讽刺最为精到，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把杂文的社会批判功能和艺术审美价值

推向极致。周作人的小品是涩味与趣味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庄谐并出的幽默。钱玄同主张语丝文体的语言，可以是“古语

和今语，官话与土话，圣贤垂训跟泼妇骂街，典谟训诰跟淫妇艳词，中国字跟外国字，汉字跟注音字母（或罗马字），袭旧的跟

杜撰的，欧化的跟民众的”(10)结合使用，方能涉笔成趣，也可谓别具特色。正是越地散文家运用多种手段创建别具一格的“语

丝文体”，形成独具特色的语体风格，强化了幽默、讽刺的艺术效应，才使散文在表现丰富时代内涵上显示出独特功能。 

二、“浙东性”：越地散文家的精神原乡与诗意栖居地 

阐述越文化地域的现代散文创作盛况及其散文内涵的更新，不可不说“浙东性”。浙东是越文化的中心区域，越文化精神

积淀深厚，“越中文风”特性鲜明，典型地体现了散文的地域文化特性。文学史上以诗文创作著称的两个作家群体，大都集中

于浙东地域。一个是“语丝派”散文作家群，其成员大多来自浙东绍兴；另一个是“白马湖”散文作家群，它形成于浙东上虞

白马湖畔，聚集于此的著名散文家就有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刘大白、刘延陵、刘熏宇等，他们以纯粹的散文创作加盟于

此，大大增强了浙东现代散文的声势。 

地域性是一种很难消解的“惰性”，一个作家可以远离故土，但他的创作总是离不开那一片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上述浙东散文家的创作，不一定都在越地完成，但作家文风的刚韧、劲直恰恰印证了素有“浙东硬气”之称的文化品格。“浙

东性”作为一种独特的散文品性，在越地现代散文家那里，是散文的地域色彩与地域文化精神的呈现，是作家透过现代人生抒

写所表露的情感色彩与文风、格调，他们把“浙东性”作为自己的精神原乡与诗意栖居地，散文作品恰恰传达出得之于地域文

化精神的丰富、深邃的内涵。 

第一，“浙东性”：散文的创作源泉与精神品格。越地散文家对“浙东性”的体认，应包含两层内容：既是对散文取材源

头的合理概括，同时也含有对创作精神指向的恰切陈述。周氏兄弟自述其散文的“浙东性”品性，最为典型地道出了越地现代

散文的固有属性。鲁迅在散文、杂文中一再申述“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这应是其散文创作精神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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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本品性的集中概括。而对散文的“浙东性”属性作出明确表述的是周作人。他曾说：“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

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11)此说是在其主持《语丝》期间与现代评论派论战时表述的，当时双方剑拔弩张，在一

些重大政治、文化命题上发生严重分歧，遂有对其所作之文体现“浙东性”这一固有属性的强调。他曾表示：“我不必因自以

为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因其为学者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为浙人。”(12)直言

其以“浙人”自豪，终于露出了浙东人的峥嵘气象。从宽泛意义上说，周作人散文的刚性文风并不特别显露，五四落潮后曾自

谓“叛徒”与“隐士”，具有“流氓鬼”与“绅士鬼”两个侧面并存的文化人格，其以浙人自豪是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强烈反弹，

散文会不时映现刚性质素，看来“浙东性”这一地域文化特色在其身上亦是有深刻影响的。 

基于“浙东性”的创作源泉特性，便有越地散文显露的越地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及由此显现的越民精神特征的书写。鲁迅

的《朝花夕拾》、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乌篷船》等，便是此中精品。在他们笔下，江浙一带的山水风光，及家乡绍兴所特

有的交通工具乌篷船、豆腐干，儿时便已经熟悉的糯米酒制造工艺，各色菱角等，就都有详尽介绍。透过浙东风物描写，可以

察见越地乡民的生活习性，获知比风物更重要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如周作人的小品文《苋菜梗》，写绍兴人喜爱“臭食”的习惯，

就有对浙东社会自耕农特征的具体而微的把握，“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鄙衣恶食，终岁勤劳”。指出这种安贫、

习苦的品性是在长期的生活习性中养成，或许就是“以自苦为极”的“禹墨精神”陶冶出的平民性格，从文化层面阐释就能获

得浙东受地理环境制约的深层感受。“白马湖”散文家的作品也多有“浙东性”地域风物的描叙。这个群体处于浙东的地理区

位优势，使散文的地域文化精神表现俱足。他们对五四文化精神有深刻领会，对“浙东性”也有深切感悟。向来“温柔敦厚”

的朱自清曾作有《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等作品，这些痛斥时弊的愤慨不平之作，在展现特有的民风、民俗

时，表现了现代人的愤世嫉俗，蕴含的现实感也特别强烈。夏丏尊亦有言：他自己固然服膺佛教，“可是所想做的，还是儒家

式的修养”(13)。于是在遭逢家国之难时，“居士”也会作“斗士”之态。白马湖散文家积淀着传统中国文人的诸多品格，由此

不难体察“白马湖散文”鲜明的现代精神与艺术风范。 

第二，精神原乡：浙东刚性文风的艺术呈现。越文化中的刚性文风呈现是越地散文家最显著的标志，其用散文样式表达精

神原乡之所寄，重点自然也在表现越地显现刚性质素的民性与民风。鲁迅交替使用散文和杂文两种样式，表达抗恶和复仇精神，

这是对越地刚性民风的一种集中呈现。收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无常》，和收在《且介亭杂文》中的《女吊》，故事来源

和表现体例大体相同，都是据王思任的名言“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演绎的故事，鲁迅特别提到，“这对于

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可见其对一切恶势力采取复仇精神之激烈态度。平和冲淡的周作人，也时作激烈之

态，其自谓散文“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如《吃烈士》一文批判了对于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之大不敬现象，指出他们或对烈士遗

骸“大嚼”，“其功效则加官进爵”；或是“小吃”之，藉以“博得蝇头小利”，指斥其麻木不仁、冷酷残暴的卑劣心态，可

谓入木三分。钱玄同的《告遗老》，义愤填膺指斥封建势力阴魂不散，它的积极鼓吹者企图用“专制时代底旧道德来束缚压迫共

和时代的国民”，也是一语击中要害。语丝派作家群中还活跃着一批青年作家，如敢于给“正人君子”者流“吃嘴巴”（《“西

滢”的“吃嘴巴”》）的川岛，就有鲁迅式杂文的痛快淋漓。是故在一段时间里，语丝派表现得意气风发：同甲寅派战，同现代

评论派战，同北洋军阀政府战，可谓锋芒尽现。此种精神呈现，显然也同作家们承续浙东刚性民风紧密相关。 

自然，浙东的一方山水，不独赋予作家刚性文风，也给了他们艺术灵感，使其散文独具艺术品格。鲁迅在“只剩了回忆的

时候”写出的《朝花夕拾》，便是通过作者对儿时生活的“记忆”，及对故乡饶有趣味的戏文、传说、故事的描述，既以表达自

己“思乡的蛊惑”，亦以展示越文化的深厚积淀，能够唤起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周作人的小品文，也是通过故土风物的描叙，

以徐舒自如、从容不迫的笔致传达独特的审美感受。曹聚仁形容读周作人的文章犹如喝“龙井茶”一般，“看去全无颜色，喝

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14)
。此外，如徐祖正的《山中杂记》、川岛的《溪边漫笔》等，也多有“岂明风”的韵致。

鲁迅和他的同仁能够在“回忆”和故土回味中获得诗意感觉，显然是特定文化环境提供了可能。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刻有鲜明的

“浙东性”区域印记，作家沉浸在浙东故土的忆念中，在用艺术形式表现厚重越文化时寻找到了一种诗意栖居地。 

第三，依山临湖傍海：刚柔相济文风的诗意栖居。现代散文独特艺术价值的生成，既同特定地域的自然、人文化育不无关

系，也由此显出独具的文化人格。对诗意栖居地的领悟，产生于浙东本土的白马湖散文似有更深切的体验，他们对越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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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环境孕生诗意感受与文化品性，有更直接的描述。夏丏尊在《读书与冥想》一文中曾如此表述他对地理环境的体认：“如

果说山是宗教的，那么湖可以说是艺术的、神秘的，海可以说是革命的了。”这也许就是白马湖散文作家选择白马湖作为理想

栖居地的缘由，从中透露的不只是对自然环境的偏爱，还寄寓着他们的文化理想与人格追求。白马湖地处浙东，背山而存，“湖

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15)。依山临湖傍海的这一方山水，孕育的“白马湖”精神，便是既有水的柔情，又有山的风骨和

海的胸襟。这恰是这个文人群体文化人格的写照，其人其文大抵显出刚柔相济的品格，将文化人格、个人气质投射在散文作品

里，就会显出另一种文风——刚柔相济的文风。 

“白马湖”散文的艺术表现形式与“语丝派”散文有别，它主要不是以论辩形式呈现，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抒情散文，所以

在论辩的激越性上同语丝散文有较大差异。然而，作为一个散文创作群体，他们虽不似语丝作家的“激进”，但大都持守人生

派立场，关注人生、关注文学、关注教育，显见也是一群有抱负的文人。作家们主张严谨做人、踏实处世，认为只有“认真处

世”的人才配做艺术家，“‘玩世不恭’，光棍而已，艺术家云乎哉！”(16)创作上的共同取向，是以平和清醒的姿态面对纷繁

复杂的人生，不哀怨，不颓唐，不绝望，强调实干而不事张扬，在利欲熏心的社会机制与潜心文化道德建树的强烈反差中，凸

现他们的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如夏丏尊在白马湖“平屋”里挂有“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牲多”的对联，用以讽喻军阀统治下

的混乱时政，也传达出他忧患人生的积愤。而最能彰显其艺术特长的，是“白马湖”这个不乏秀气极富灵性的审美个体给了作

家们不绝如缕的艺术灵感。他们都崇尚艺术化的生活，对自然美景和文人雅集表现出浓厚兴致，又将自然山水与艺术人生相融

合，从而赋予散文以深致的现代审美情趣。朱自清在《白马湖读书录》中说：“味”“便是生活，便是个性，便是自我”；俞

平伯《忆白马湖宁波旧游》说，来到“四山拥翠，曲水环之”的白马湖，产生犹如置身“仙境”的感觉；丰子恺的《山水间的

生活》述说其离开了政治的尘嚣，便拥有“清静的热闹”的独特感受等，都来自作家深切的自身体验。得白马湖自然与人文二

者皆美的条件，作家们聚集一起，“谈文学与艺术，谈东洋与西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17)。于是就有了雅致诗性的营造，

产生引人注目的“白马湖”散文。独特文化人格造就独有韵味的现代散文，这是“白马湖”作家提供的又一种经验。 

三、文体形式创造：完善现代散文的可取路径 

现代散文体式建构涉及新文体的创造意义，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亦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散文家对于散文文体的创造性

意义在于：基于散文文体意识的自觉，较之于传统散文，有着更明确的文学意义界定，散文体式的选择与取舍更合乎文学的规

范，也更合乎时代的需求。现代越地散文在散文体式建构方面，也是承续了“晚明小品”的合理因素，自然也有承续中的突破

与创新。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利用散文之“散”的特点，创造多种散文亚文体，同时强调文体的现实参与功

能。晚明作家已有了初步的文体自觉意识，将小品从散文大类中剥离出来，小品有了独立地位，但其对于散文亚文体的把握仍

过于宽泛，诸如尺牍、游记、序跋、日记、杂文、寓言、表、疏、赞、铭、传、祭、说、记等，都可归属小品行列，其中很多

体式已失去时代意义，就很少或不再为现代作家所采用。现代作家注重旧有文体的更新与改造，于是出现了晚明小品的变种，

如随感录、诗文评、论辩文、散文诗等，其在“语丝文体”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显示出今体散文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变异与创新。

二是强调了散文的文学属性，使之更趋向于朝着“文学散文”的转化。五四散文家刘半农曾提出现代散文的基本准则：“所谓

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因此必须“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18)，这对

于现代散文文体的更新，确乎指引了明确的方向。关于文体意识的自觉，魏晋时期“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将“文章”与“文

学”作出分说，是一个重要标志；新文学作家改造旧有文体强化散文的文学功能，则又是一大进步。“文学散文”的观念日益

深入人心，遂有现代越地散文在“文学的形式”上“速放异彩”的效应。由此看来，确立现代文体观念，从“文学性”意义上

改造传统散文，的确是文体改造的有效路径。 

现代越地散文在体式更新中已多方面引领改革潮流，但其作为地域性色彩浓重的散文，创造出体现现代价值观念的文体样

式为散文改革提供了范例的，主要是下述两种文体。 

第一种是传统杂文的现代改造。杂文也是“古已有之”的。晚明小品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实细分文体，有相当数量的文

字应入于杂文之列。如王思任凭借“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
(19)
的品性所作之《杂序》《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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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也可归属杂文。这说明，古已有之的杂文在现代时期的发展，并不重在创造，而是着眼于改造，使之向着“现代杂文”

的方向转化。论现代杂文的发达，越地散文家该是首屈一指，不独杂文大家鲁迅的功绩无人可比，即便是语丝杂文的业绩也难

有比肩者。杂感类文字向来是《语丝》刊物的当家品种，就如其“发刊辞”所言，“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

主”，这一办刊方针一直贯穿始终，遂使杂文创作带来丰硕成果。据统计，《语丝》周刊发表的杂文，每卷都在 100篇以上，“共

计近 800 篇，居各种文体之首”(20)。如此骄人的创作业绩无怪乎《语丝》被世人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杂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据

此可见，杂文的发展势头在新文学开创期已有显著呈现，不但其独立地位得到极大提升，而且因众多作家操持此种文体使其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越地散文家对杂文的“现代改造”，主要是在下述两个方面用力。一是强化杂文的社会批评功能，延续并深化了新文学“批

评本体”的建构。鲁迅杂文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不但蕴涵多种情感色调，还

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多样性批评，杂文内涵大为开阔。现代杂文追求“尖锐犀利泼辣”的文体风格，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怨

而不怒、哀而不伤”和讲究节制、中和的审美模式；特别是现代杂文家大抵持守启蒙立场，在文明批评中用力甚多，作家们“以

国家的政治、文化、民族的前途、命运为批评的前导，从而带有浓厚的批评本体特征”(21)，这是对传统杂文前所未有的超越。

二是重视杂文艺术审美价值的提升。杂文作为一种“论式体”文字，艺术价值的缺失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如果将社会批评与文

明批评陷于空洞的说教，那么就会使杂文变得一文不值，所以在各类散文体式中，将散文当作“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

来写，的确尤为重要。鲁迅杂文为现代杂文的艺术价值提升树立了榜样。其杂文就并非单纯的“论式体”文字，而是用形象反

映方式把握对象世界，作品显示出充分的艺术思维特质，表达的也是充满诗意与激情的“诗情观念”，为杂文的文学表达提供

了范例。简言之，鲁迅的杂文创造了一个体系完备的文学世界，其蕴含的诗意、诗情体现在各类杂文创作中，笔者曾著有专论

鲁迅杂文诗学意义的著述(22)，此处不再赘述。特别是，鲁迅对杂文的理解与前人颇不相同，他对杂文提出了很高的艺术要求，

认为其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将杂文提升到与其他文学样式同等的地位，这才有其开创的杂文创作的繁盛局

面。现代散文家将杂文改造成“文学的散文”，其意义不可小觑。 

第二种是美文——小品文新颖样式创造。“小品”一词本属佛教用语，原指篇幅较为短小、语言甚为简约的佛经节简本。

移用于文学，最早见于《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该文多次提到“小品”，“小品”一词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移植于文学创作之中。

“小品文”的发达是在晚明时期，晚明作家的小品文形制短巧，语言精悍，无论是书写日常生活琐事，还是描绘山川风情，俱

显清雅闲适的审美情调。对小品文样式进行更新和再造的是现代散文家周作人。他于 1921 年发表的《美文》，主张新文学的散

文应是带有诗意的“美文”，便显出独特的创造意义。综观其“美文”说，他对于此种文体的生成渊源及其蕴含的美学意义的

论说，更见出对于传统小品文的突破。《美文》述小品的来源，除“中国古文里序、记与说等”而外，还有国外的渊源：“外国

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便又可

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里所用的“论文”一词，即是与英文 Essay相对应的概念，它以爱迭生、兰姆、

欧文、霍桑等为代表作家，以写作清新自然、个性流露的随笔小品见长，这些都形成后来中国现代小品文的雏形。如此说来，

“美文”概念的引入，是集古今、中外小品文之所长，是多样美学精神的移植，这为中国现代小品文的生成注入了新机，从而

形成一种娓语漫谈式的笔调，在现代散文中独具一格。 

在中国现代散文中，小品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体类型，在散文领域中也以开出一片新天地而为世瞩目。特别是以擅写小品

而被称为“小品之王”的小品大家周作人的出现，更使此种文体别开生面。“他的名字，是和‘小品文’不可分离的记忆留在

读者心里”(23)。他不仅在理论上倡导这一文体，而且还在《语丝》等刊物上大量发表小品文，如《乌篷船》《喝茶》《品酒》《若

子的病》《鸟声》等，采用聊天、闲话的方式，在平静、亲切的诉说中将事与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与读者建立起“写在纸上的

谈话”(24)关系。其他语丝作家随后跟进，创作大量小品文，遂使小品创作更显发达气象。小品文创作的另一位成熟代表是与周

作人思想、气质较为切近的俞平伯。其文字深染书卷气，艺术表现也大抵从容不迫、悠游自如。如《梦游》模仿古人的笔法将

梦中之景描绘得“极穷工巧、亦殊妍秀”，以此反衬现实中的独特感受；《杭州城站》从题目上看似乎是记录性说明文，其实对

杭州城站的描述着墨极少，主要抒写游子归乡的情景，那淡淡的游子情愫被作家款款叙来，犹如一缕惆怅而颇含情韵的淡淡烟

云长久地漂浮在读者心头，小品文的艺术魅力亦于此可见。由于周作人的美文——小品文新颖样式的创造，越地散文家显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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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在一个重要文体领域的突出建树，并使中国现代小品文在艺术上日臻成熟，语丝文体中亦增添了以“岂明风”为代表的另

一种文体风格，“越中文风”在中国现代散文开创阶段的贡献也愈益彰显。“鲁迅风”和“岂明风”开启了“现代中国散文的

两大派别”
(25)
，从中映现的正是越地散文家引领中国现代散文改革潮流的重要意义。 

注释： 

1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0页。 

2(9)(12)周作人：《陶庵梦忆·序》，《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12、115、114页。 

3(4)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 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576、576页。 

4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 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31页。 

5(2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周作人自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第 6、20页。 

6周作人：《萨满教的礼教思想》，《语丝》1925年第 4期。 

7(21)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50、150页。 

8钱玄同：《废话》，《语丝》1925年第 2期。 

9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周作人文类编》第 9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34页。 

10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夏丏尊散文译文精选》，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版，第 97页。 

11转引自傅瑛：《中国现代散文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4页。 

12朱自清：《春晖的一月》，《白马湖散文随笔精选》，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2页。 

13叶圣陶：《与佩弦》，《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年版，第 52页。 

14丰华瞻：《朱自清与丰子恺》，《西湖》1983年第 9期。 

15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1917年第 3期。 

16张岱：《王谑庵先生传》，《琅嬛文集》，岳麓书社 1985年版，第 195页。 

17江振新：《“语丝文体”简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2期。 

18王嘉良：《诗情观念与审美构造——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阐释》，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19阿英：《小品文谈·周作人》，《阿英全集》第 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 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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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年版，第 5页。 


